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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优化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现有关于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传统生产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展开讨论,鲜有文献将数据

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纳入城乡要素流动范围并探索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国

３１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测算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地理加权回归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要素

流动总指数呈现出小幅度增长的态势,位于均值之上的地区中６４％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说明城乡融合发

展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第二,要素流动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结论在引入城乡之间距离作

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删除４个直辖市和缩短时间窗口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第
三,空间异质性分析中,劳动力、土地和数据要素始终表现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
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

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转移;第四,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电商销售

是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机械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并未发挥出中介变量的作用,不同于

已有的研究结果.因此,今后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整体推进与试点示范相统一的指导原则,

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典型经验.研究结论为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健

全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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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城镇常住人口从２０１０年６６９７８万人增加到２０２２年的９２０７１万人,增长了

２５０９３万人;城区面积从２０１０年１７８６９１􀆰７３平方公里扩展到２０２２年的１９１２１６􀆰７７平方公里,增加了

１２５２５􀆰０４平方公里.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农支出这一举措引导生产要素向农村转移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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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不太显著,从金融机构流出的农村资金规模从１７３０􀆰９１亿元增加到１８９９２􀆰９４亿元,变化了近１１倍[１].
长期以来,由于重城轻乡、重工轻农、城乡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差异的原因,生产要素在城镇与乡村两区域之

间流动受阻,乡村逐渐沦为城镇的附庸,致使农业农村发展严重滞后[２].随着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

推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城乡资源要素流动通道基本打通,要素流动速度加快,城乡劳

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市场已由过去分割对立状态逐渐转变形成融合互动局面.随着不同类型城市要素逐

渐流向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也向农村延伸,但农村资源承接能力较弱,使得激励要素

流动的政策效应不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前沿,深刻把握中国城乡关系的时代特征,推进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

化,继承和创新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城乡关系的重要理论成果,结合自身多年工作实践,赋予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即构筑城乡生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２],提出逐步实现城乡

“五化”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３].乡村要素单向流往城市,农业部门要素配置不合理,要素配置

效率较低,城镇地区各种要素下乡成本高于农村地区各种要素进城成本,是当前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面临的现

实问题.因此,研究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生产要素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不同类型生产要素、要素配置的测度以及要素配置与其他领域相

结合产生的影响.现有研究成果用劳动力流动率、人口城镇化水平、外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非农就业表征

劳动力要素流动[４Ｇ６];用工商用地面积比重表征土地要素流动[５];用市政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储蓄额与投资额

的差额表征资本要素流动[５,７];农业技术进步和外商直接投资表示技术要素流动[６,８];目前数据要素的研究

主要表现为定性分析,数据基础制度未健全、数据治理规则不明晰以及数据要素难以测量,因此,表示数据要

素流动的适宜指标较少.要素配置可通过地区间市场发育得分的相对差距、要素实际使用量与有效配置相

比的偏离度计算,也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推算得出[９Ｇ１１];要素配置主要与数字经济、农地确权和劳动力配

置等联系在一起[１２Ｇ１５].
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由于城乡融合涉及的层面较多,其指标选取也不断更新,评价指标体系

呈现出多元化态势.目前主要采用德尔菲法、熵值法等综合评价法对全国、个别省域(浙江省、江苏省等)的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维度选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五大发展理念”对应的５个维度[１６Ｇ１７];人
口、空间、经济、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等维度[１８Ｇ２１];“人”“地”“资本”３个维度[２２].城乡融合是自然资源、社会

生活和政策偏向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部分学者采用最小二乘法、面板回归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索城

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其中经济发展程度、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支持是区域差异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可作

为全国层面城乡融合水平的驱动因素[２３];土地、劳动力、资金、产业和信息实体要素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

关键要素[５];财政相关指标、产业结构调整等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进程[１８Ｇ１９].
关于要素配置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引导城镇和农村地区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

率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而现阶段城乡要素市场改革进度缓慢,导致要素双向流动效率较低,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不高[２２,２４].打破这一局面最关键在于城乡之间要素双向流动,要素资源均衡配置[２５Ｇ２６].现有研

究将要素错配与城乡融合联系在一起研究的文献比较少,研究内容集中在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就业比例对

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农户金融抑制对自身不同类型收入造成的损失以及要素错误配置对收入分配格局和

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２７Ｇ３０].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第一,数据要素流动范围广、共享成本低和边际效应递增等特性能够有效缓解

农村地区数据资源短缺和信息滞后问题,缩小城乡资源要素差距,消除数字鸿沟对城乡融合发展约束,提升

要素在城乡间流动与配置效率,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和结构升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然而,现有关于要素流

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要素的基础之上,欠缺对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

素的探索.因此,本文将数据要素纳入城乡要素流动范围,揭示数据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弥补

数据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作用机理研究的相对滞后.第二,农业机械化、产业结构变迁和电商销售作为农村

产业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渠道,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从农业机械化、
产业结构变迁和电商销售三条路径出发,探究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以期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第三,使用可以反映局部空间关系和空间异质性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索劳动力、土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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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和数据要素因地理位置改变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以期为优化资源结构和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提供决策参考.

二、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演变过程

借鉴方创琳的研究成果,将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定义为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２０２０年至今定义为城乡融合发

展阶段,梳理２０１０年至今城乡发展方面的相关政策部署[３１],详见图１.
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在资源

有限、不损害城市和农村各自利益前提下,城乡之间取得最优经济效益,实现协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出于多方面考虑,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满足当时重工业发展的特征,政府建立户籍管理制度,控
制农村人口外流,降低城市吸纳就业能力,延缓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刘易斯二元经济[３２].目前中国经济已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传统二元结构仍存在于城乡发展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区和领域经济发展过程

中仍存在唯 GDP、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发展理念,为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略了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的协调

发展问题;在户籍制度方面,虽然逐渐放宽了户籍制度限制,人口城镇化速度也在逐渐加快,但农民进城后不

能同等享受各种福利,城镇和农村在社会保障、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等资源配置方面显现出的一系列问题,
表现出户籍制度改革不全面、不彻底;在土地制度方面,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经过几

番调整,仍存在城乡土地不平等交换等一系列问题.为满足这一系列现实需求,破解城乡发展的对立局面,
在城乡一体化阶段实现城乡高度融合发展,从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解决现实问题角度考虑,国务院先后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２０１４)等一系列政策,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

图１　２０１０年以来中国城乡政策的演进脉络

注:根据参考文献[２３]绘制.

城乡融合发展阶段(２０２０年至今).随着城乡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两区域之间界限逐渐模糊,仅仅依靠

城乡统筹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难以构建新时代协调统一的城乡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城乡

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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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各种生产要素集聚的良性循环;第二,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

向乡村覆盖,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注重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乡村,加快推动乡村基础

设施提档升级;第三,优化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工就业,抓好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推进农村

产权改革,落实农民补贴政策,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２].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需求作为城乡

融合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２０２２)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２０２３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文件,加快推进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改革探索,全面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三、理论分析

(一)生产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机制分析

１．劳动力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

劳动力要素是城乡融合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资源.结合目前相关文献,直接涉及中国劳动力流动

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居于少数,但有大量文献研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城乡差距的缩小是城

乡融合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农村劳动力可

以通过外出增加边际劳动报酬率、提高农村留守农户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缩小地区间要素报酬差异,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流向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可以弥补劳动力短缺,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３３].户籍制度造成城乡

之间劳动力流动成本进一步加大,使得一批愿意返乡城镇户籍的人口无法在乡村落户,不利于实现城乡间资

源的优化配置[３４].
２．土地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

土地要素是农村地区比较丰富的资源,也是推动农村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年城区面积增加了１２５２５􀆰０４平方公里,城区面积扩张带动城镇地区生产要素向农村地区流动

的渠道逐渐建成.建立城乡间生产要素流通渠道对提高农村地区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合理布局城乡之间要

素产生重要影响.符合相关规定前提下,城市国有土地交易受到的限制较少,农村土地流转必须以确保粮食

安全为前提,形成了城乡割裂的土地交易市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地区,土地权益的分配问题导致农民

进城落户瞻前顾后,使城乡劳动力要素双向流动不畅,阻碍城乡融合发展[３４].
３．资本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保障

２０世纪以来,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出台一系列农业方面的政策表明,农业农村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

支持和政策的引领,这一研究结论也适用中国,资本要素流动的同时,高素质金融人才流入农村,促进农村金

融发展,资金注入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给农村地区发展带来资金保障[３５].大量研究与发展实践均表明,财政

和金融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资金投入有利于农村减贫[３６Ｇ３８].但资本的逐利性、长期二元经济体

制、现有的制度环境以及农业天然的弱质性和低效性,导致大量农村资金外流到城市,农村地区无法实现持

续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目标难以实现[３９].
４．技术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

农业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技术要素推动,生产技术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产业转型升级能否顺利实现.城

镇作为技术要素集聚中心,借助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向农村地区传播该要素,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变革,引进

批量生产设备,改善农业发展落后的现状,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技术要素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不
仅为农村引进高技术人才,也同样吸引了大量资本要素注入农村,重新整合城乡之间资源,提高要素使用效

率,促进城镇和农村互动式发展[４０].
５．数据要素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

数据要素作为一种全新生产要素,具有流动范围广、共享成本低和边际效应递增等特性,创造的价值不

仅在于数据要素本身,还将现有的生产要素重新整合到一起,不但丰富生产要素类型,而且促进劳动力、土
地、资本和技术要素间更密切的交互联系,提高各种生产要素配置效率[４１].数据要素流动推动农村地区互

联网发展,增强农村居民网络安全意识,提高使用和获取信息的能力,推动数字鸿沟转向数字红利,弥合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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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数字鸿沟.因此,推动数据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要素协同联动,激活城乡数据生产要素,提
高单一要素生产效率,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二)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城乡要素既指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也指五种要素根据“政府先行、市场跟进”
的原则,在基本打通要素流动渠道的前提下,不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后的总效应.要素在经济发

达的城市地区和发展凋敝衰落的农村地区高效流动,推动农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政府资本要素向乡

村地区倾斜,发展农村基础设施,使农村地区交通更加便利,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促进农村地区经

济发展.

１．要素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流动具有逐利性,这种特性驱动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间循环流动,实现资源

的再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加经济产出,从而推动城乡经济发展.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

的双向自由流动,改变城市与乡村两区域的资源分布现状,使其分布更合理,要素得到最优配置,起到以城带

乡作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２．要素流动推动农业农村发展

随着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农林水支出占比从２０１０年的

１１􀆰２４％提高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２􀆰２０％,支持农村产业发展的力度持续加大,这些举措加快了农村产业发展步

伐,农村居民收益颇丰,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生活满意度也增加.与目前工业化发展已取得成就相比,农业

农村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城镇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不足,第二、三产业对第一产业的辐射渗

透不充分,一二三产业的联结机制尚不健全等.农村发展不充分仍然是当前面临的最大不充分,加快城乡之

间要素合理流动是破解此类问题的有效举措.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为农村发展提供丰裕资本的同时,改善了

农村普遍存在的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设备不全面的境况,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实现.

３．要素流动促进农村电商发展

互联网快速发展使农村居民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从外界获取相应的信息资源,增加网购需求.随着支

农惠农政策的实施,惠农资金不断注入农村,从政府投资角度看,资金要素流动大多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农
村道路交通状况持续改善,为农村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鼓励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费能

力,更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网上购物的需求.快递业务与电商销售唇齿相依,前者作为后者的售后环节直接

影响到电商平台发展,农村道路状况的改善为快递业务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融合.

４．要素流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以农业产业为基础,引进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从供给和需

求两个方面干扰产业结构,拓宽产业链,满足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迁需求.第二、三产业发展过

程中各种优质资源流向第一产业领域,改变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助推城乡产业

和经济融合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１: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有正向作用.
假说２:要素流动可以通过农业机械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
假说３:要素流动可以通过电商销售影响城乡融合发展.
假说４:要素流动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变迁影响城乡融合发展.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１．基准模型构建

建立基准回归模型:

９１

平卫英,李文星,罗良清: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



Cit＝α０＋α１Tolfit＋αmMit＋μi＋δt＋εit (１)
其中,Cit表示i地区在t年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Tolfit是i地区在t年的要素流动水平,Mit代表控制变量,

μi、δt、εit分别表示省份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２．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为验证农业机械化、电商销售、产业结构变迁在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发挥是否中介效应,建立

如下的回归模型:

Zit＝β０＋β１Tolfit＋βmMit＋μi＋δt＋εit (２)

Cit＝γ０＋γ１Tolfit＋γ２Zit＋γmMit＋μt＋δt＋εit (３)
式(１)中α１ 表示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的总效应,式(２)中β１ 表示要素流动对中介变量的效应,式(３)中γ２ 是

在控制了要素流动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效应,γ１ 表示控制中介变量的影响后,要素流动对

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
(二)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

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过程中,城乡融合既表现为一种过程,也表现为一种结果.因此,在构建城乡

融合的测度体系时,既要包括过程类指标,也要有结果类指标[１８].借鉴周佳宁等指标选取维度[１８],结合城

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内涵、研究西方社会关于城乡关系的主流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科

学内涵在于构筑城乡生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考虑指标的科学性、数据可获得性原则,从５个

维度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１)城乡人口融合是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地位平等,打破“两栖化”的流转模

式,提供给流动人口平等福利和服务待遇[１９].本文对城乡人口融合分析主要集中在人口城镇化和专业人才

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水平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２)城乡空间融合是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

理论对城乡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空间正义逻辑下城乡空间资源的重新分配,空间分配正义在消除城乡社会空

间界限时提到,打破城乡劳动力在空间上的分割,促进城市专业人才向农村地区流动[４２].本文对城乡空间

融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交通往来和人口分布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私人汽车拥有量和城乡人才数量等.(３)
经济融合是城乡居民在获取劳动报酬时,采用同工同酬的管理办法,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本文对城乡

经济融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收入和消费,具体表现为城乡人均收入比和城乡居民消费比.(４)社会融合强调

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居民享有平等参与权力,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４３].随着互

联网普及以及快递业务发展,邮政业务也快速发展起来,方便寄送个人生活用品和机关等单位交寄的各种文

件,增加邮政行业业务收入.本文对城乡社会融合的分析体现在城乡医疗卫生和邮政业务发展[４４].(５)生
态环境融合是在秉持“两山”发展理念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文对城乡生态融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森林

覆盖率和城乡污染治理.结合以上选取的指标,使用 TOPSIS熵权法测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C),客观评价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２．核心解释变量

城乡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

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２０２０)).借鉴现有关于中国生产要素流动的动态发展情况,用各要素绝对值之

和取对数后的数值表示要素流动水平(Tolf)[４５].其中,劳动力作为最活跃的实体要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着知识、理念等的流动,其他要素需与其结合方能发挥最大效用,用人口的机械变动率(Labor)衡量城乡劳

动力流动强度.土地是农村比较丰富的生产要素资源,改变土地要素配置方式,最大限度地挖掘农村经济发

展潜力,减少农业产业支柱障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选用土地城镇化水平表示土地要素流动(Land).资本

的一个重要属性是作为“生命运动体”运动,不仅在于它本身投入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催化剂”,
多方位助推城乡融合发展.资本要素流动过程中,教育经费作为重要的一项资金也向农村地区流动,但由于

经济融合维度选取城乡居民消费比,且消费支出包含教育文化娱乐这一项目,为了避免指标之间的多重共线

性,从而采用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表示资本要素流动(Capit).技术要素作为影响农村产业发展动力因素之

一,在满足农村发展对技术需求的同时,也增加农村的各种要素存量,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科学技术支

出作为技术发展的重要保障,用科技支出占比表示技术要素(Tech)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数据要素作为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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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交叉组合起到“粘合剂”作用,实现要素流动良性循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用城

乡之间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表示数据要素流动(Data).要素流动指标体系构建中,合理区分要素来源在探

究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相对重要,本文选取相关指标未做城乡之间的区分,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的流动

不仅包括城乡之间的流动,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区域外,使得准确测算城乡之间这两种要素变得比较困难;
国内外学者在测算过程中使用的指标、数据和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当前涉及农村地区指标的相关数据严重缺

失.综上所述,本文建立的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测度体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测度体系

变量 指标维度 指标名称 指标计算或说明

要素流动 劳动力要素 劳动力流动比率 区域人口机械变动率

土地要素 土地城镇化水平 建成区面积/土地总面积

资本要素 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 农林水事务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技术要素 科技支出占比 科学技术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数据要素 信息通信能力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城乡融合发展 人口融合 人口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总人口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就业人员数

空间融合 旅客周转量 旅客周转量总计

城乡私人汽车拥有量 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总人口

城乡人才数量 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毕(结)业生数

经济融合 城乡人均收入比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居民消费比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生态融合 森林覆盖率 森林面积/土地总面积

城乡污染治理 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社会融合 城乡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对比系数 城镇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城乡人均医师数比 城镇人均医师数/农村人均医师数

邮政业务发展 人均邮政业务量

３．中介变量

农业机械化作用程度用农用机械总动力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表示;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电商销售用

取对数后快递业务量表示;借鉴李虹等的测度方法,在考虑产业结构权重基础上测算产业结构合理化(TL)
和产业结构高级化(TS)[４６].借鉴韩君等的方法,测算产业协调发展指数(SL),用以上三个指标综合表征产

业结构变迁[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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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表示第i产业,m 为产业部门数,式(６)中ω１、ω２ 分别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的

权重,Y、L分别表示产值和就业人数.

４．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减小估计偏差,选取以下７个控制变量加入模型.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引导机制有助于发挥“以
城带乡”的作用,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用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衡量政策偏向

(Gov).农村基础设施更健全,才能吸引更多要素类型流向乡村,丰富乡村要素池,改善城乡要素配置结构,
用人均道路面积表示基础设施建设(Inf)[４８].金融创新发展可以改善农村地区金融供需失衡,更好地服务于

农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此行业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测算金融发展水平

(Fin).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可以缩小城乡间差距,用取对数后的人均 GDP表示经济发展驱动(lnAGdp).对

外开放疏通了国家间、地区间要素流通的渠道,促进各种要素更加高效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用进出口额

占 GDP比重取对数表示对外贸易(lnTra).通过分析城乡居民因消费品价格变动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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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支方面的差距,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表示.人口数量和质量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实
现其自由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用人口出生率(Rate)表示.

(三)数据说明

本文以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国３１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涉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国家统计局、EPS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少数缺失数据用线性插补法补充.实证分析

之前,描述分析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省域特征.

１．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总体特征

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

发展指数的变化趋势

图２是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中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

展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根据测算结果,中国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存在以下特征:一方面,城乡融合发

展水平较小,最高是２０２０年的０􀆰２５８０,说明中国城乡融

合发展总体水平较偏低,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因此２０２１
年“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使其更多流

向收益率比较低的地区,意味着中国持续深化城乡融合

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城乡融

合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从２０１０年的０􀆰１６３０变化到２０２１
年的０􀆰２４７０,增长幅度为５１􀆰５３％.

中国城乡要素流动水平指数存在以下特征:要素流动指数整体上表现出增长趋势,由２０１０年的８􀆰１９９３
变化到２０２１年的８􀆰８６０６,增长幅度是８􀆰０７％,可能原因在于２０２０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

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与其他四种传统生产要素并列,拉
开了城乡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序幕,要素流动水平得以提升.

２．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省域特征

鉴于２０２０年４月首次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
要素市场化配置中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五种要素以后的发展提出明确方向,政策效果存在一定滞

后性,因此本文以２０２１年为例,分析中国３１个省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２０２１年中国３１个省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２０２１年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均值为０􀆰２４７０,高于均值的省份占３５􀆰４８％,８个省份分布在东部地区、

３个省份分布在中部地区,这些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高于均值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所在省份占６３％,３个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另一方面,影响各地区城乡融合的发展主导因素有所差异,北
京、河北、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和广东主要归因于经济融合、人口融合,山东和河南主要受空间融合影

响,上海主要受社会融合和人口融合影响.低于均值的省份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较落后的西部、东北地区,
这些省份人口融合、空间融合维度水平都较低,从而导致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偏低.

２０２１年中国城乡要素流动综合指数均值为８􀆰８６０６,高于均值的区域分布特征如下:东部地区(北京、河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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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占５０％,３１􀆰２５％在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

地区(广西和四川)占１２􀆰５％以及东北地区(黑龙江)占６􀆰２５％.１６个省份城乡要素流动水平高于均值的主

导因素有所差异:北京、浙江、上海、福建和广东地区主要归因于土地、技术和数据要素,广西、四川、安徽和湖

南受资本要素影响较大,黑龙江和山西要素流动水平高于均值主要依靠资本、技术要素.低于均值的区域分

布如下:西部地区占５８􀆰８０％,东部(天津和海南)和东北(吉林和辽宁)地区各有２个省份以及中部地区(江
西)占６􀆰６７％.由此可知,城乡要素流动水平低于均值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这些省份劳动力、技术

和数据要素流动水平都较低,从而要素流动水平低于８􀆰８６０６.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运用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３１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

之间的关系.模型(１)表示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要素

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有正向影响,假说１得到验证.
表２　基准回归、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变量 基准回归 内生性检验 剔除４个直辖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

C C C C C

Tolf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９６)

Gov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１６２)

Inf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８)

Fin －０􀆰１９２２∗∗∗ －０􀆰１９５４∗∗∗ ０􀆰０１９６ －０􀆰１６８１∗∗ －０􀆰２９７９∗∗

(０􀆰０７４１)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９８７) (０􀆰０８４８) (０􀆰０９９０)

LnAGdp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７４６∗∗∗ ０􀆰００９３ ０􀆰１０３７∗∗∗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２０４)

Rate ６􀆰４４４２∗∗∗ ６􀆰４３３２∗∗∗ ５􀆰９８８１∗∗∗ ３􀆰９５３２∗∗∗ ６􀆰４０９０∗∗∗

(１􀆰１６１０) (１􀆰１４９４) (１􀆰１０４４) (１􀆰２４９０) (１􀆰５６９８)

LnTra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６９)

Cpi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８９)

常数项 －１􀆰３６９７∗∗ －０􀆰８８７８ ０􀆰７８６４ －２􀆰３６３２∗∗

(０􀆰６２５３) (０􀆰６２２６) (０􀆰５９２６) (０􀆰９４７９)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Andersoncanon．corr．LM １６９􀆰２２２０∗∗∗

CraggＧDonaldWaldF ３１２􀆰２２８０

R２ ０􀆰６７１７ ０􀆰６７１６ ０􀆰７３５２ ０􀆰７９１０ ０􀆰７０６３

N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２４ １５５ ２１７

　　注:∗、∗∗、∗∗∗分别代表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二)内生性检验

为了更全面地考虑城乡融合的影响因素,检验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选
取城乡之间距离(Dist)作为工具变量(Dist＝省域面积的半径－建成区面积(市辖区)面积的半径)进行２SLS
回归分析(表２中模型(２)),并利用CraggＧDonaldWaldF 统计量、Andersoncanon．corr．LM 统计量检验工

具变量选取是否科学.回归结果表明:拒绝识别不足假设,弱识别检验的CraggＧDonaldWaldF 统计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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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２２８０远远大于１０,Andersoncanon．corr．LM 统计量的p值是０􀆰００,因此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核心解

释变量回归系数是０􀆰０２７８,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当前国内外涉及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文献,几乎每一项经济学实证研究中都有关于稳健性讨论的内容,进
行稳健性检验的原因主要包括:验证控制变量是否具有合理性,样本中某个异常值的存在是否会对推断结果

产生影响,都需要做进一步检验.

１．剔除部分样本

本文研究重点为要素流动对城市和农村两个系统融合发展的影响,因此剔除４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的样本数据后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２中的模型(３)),剔除４个直辖市后核心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有所减小,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未发生改变.

２．缩短时间窗口

以“三权分置”、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提出时间为依据,把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的面板数据分成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两个区间,对比回归结果可知(见模型(４)和模型(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期间,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即控制其他变量,要素流动水平提高１单位,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应提高０􀆰０２９９、０􀆰０２７３个单位.

(四)空间异质性分析

传统全局回归模型假定回归参数不随空间位置发生改变,回归结果是研究区域内某种“平均值”.该假

设违背了现实地理世界的空间异质性或非平稳性规律,因此全局回归无法反映地理现象中因变量及其影响

因素之间的空间异质性.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可以解释变量的局部空间关系与空间异质性.因此,本
文选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别讨论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在空间上随地理位置变化对城乡融

合发展的影响.
在检验各变量全局空间相关的基础上,分析地理位置变化引起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对城

乡融合发展的特征与规律.因此,为了更详细地展示不同要素在空间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构建如下

GWR模型:

Cp ＝φ０(up,vp)＋∑
４

q＝１
φq(up,vp)xpq ＋εp (７)

其中,Cp 是第p 个地理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up,vp)是第p个地理单元的空间坐标,式(７)中第一项是

回归方程的截距项,xpq为第p 个地理单元的第q个解释变量,系数表示p个地理单元上第q 个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最后一项是回归残差.
等间隔选取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和２０２１年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数据,采用 GWR模型,分析劳动力、

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随空间位置变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回归系数在空间上的分布如表３至表

７所示.
劳动力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是正向

(除上海和浙江),表明劳动力要素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２０１０年劳动力要

素回归系数分布在[－０􀆰０５２７,０􀆰６６７５],系数绝对值高值区域集中在华南地区,低值区域集中在东北和华

东地区.２０１６年劳动力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０􀆰３９０５,０􀆰７１２２],与２０１０年相比,劳动

力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强度增大,低值区域包括西北地区部分省份,高值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中地区

(除河南地区).２０２１年劳动力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０􀆰５４１５,０􀆰７８８３],从空间分布来

看,低值区域包括东北省份,高值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与２０１６年相比,劳动力要素系数最值之间的差距变

小,促进作用强度更大.总体来说,劳动力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表现出促进作用,且随着时间推移,作用强度

在增加,进一步体现了劳动力要素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从劳动力要素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表
现出“南方高、北方低”的特点,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南方地区对外开放环境优越、金融市场发

展程度较高以及资源凝聚能力较强,有大量劳动力从事各种行业,拉动相关领域经济发展;二是随着基本公

共服务制度等各种体制机制健全,劳动力要素正经历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从而劳动力要素对城乡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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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显著.
表３　劳动力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２０１０年 ０􀆰１７５８ ０􀆰１４５４ ０􀆰１９８９ ０􀆰２４９６ ０􀆰２９８２ ０􀆰０９５５ ０􀆰１１３８ ０􀆰１２９０

２０１６年 ０􀆰５７１２∗ ０􀆰４３１３∗ ０􀆰４１８４∗ ０􀆰４１１４∗ ０􀆰４０３６∗ ０􀆰６０８３∗ ０􀆰６１４２∗ ０􀆰６１４３∗

２０２１年 ０􀆰６３８５∗ ０􀆰６６８６∗ ０􀆰６７６６∗ ０􀆰６７７０∗ ０􀆰６５４８∗ ０􀆰５９５４∗ ０􀆰５６６９∗ ０􀆰５４１５∗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２０１０年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９１９ ０􀆰０９９８ ０􀆰１９６３ ０􀆰１１７０ ０􀆰２０５７

２０１６年 ０􀆰４７４０∗ ０􀆰６５９２∗ ０􀆰６９０４∗ ０􀆰６４６４∗ ０􀆰７１２２∗ ０􀆰６５３６∗ ０􀆰６０１４∗ ０􀆰５８７７∗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２５９∗ ０􀆰７０７６∗ ０􀆰７２１２∗ ０􀆰７１１９∗ ０􀆰７５６５∗ ０􀆰７３９３∗ ０􀆰６６８３∗ ０􀆰６９２５∗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２０１０年 ０􀆰２２０８ ０􀆰３２８７∗ ０􀆰５０１１∗ ０􀆰５９５６∗ ０􀆰６６７５∗ ０􀆰４０９７∗ ０􀆰３７９１ ０􀆰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年 ０􀆰６２２２∗ ０􀆰６１６５∗ ０􀆰６４５４∗ ０􀆰５６２８∗ ０􀆰６１４３∗ ０􀆰５１５７∗ ０􀆰４８１４∗ ０􀆰５２３６∗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２６２∗ ０􀆰７４４５∗ ０􀆰７７５３∗ ０􀆰７７５１∗ ０􀆰７８８３∗ ０􀆰７３６９∗ ０􀆰７３０３∗ ０􀆰７５４８∗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２０１０年 ０􀆰４５８８ ０􀆰２３４８∗ ０􀆰３２８６∗ ０􀆰３７４６ ０􀆰３７２２ ０􀆰３７８０∗ ０􀆰２１１７

２０１６年 ０􀆰４６６０∗ ０􀆰４０４２∗ ０􀆰５３５９∗ ０􀆰４７３３∗ ０􀆰４５３５∗ ０􀆰４９２０∗ ０􀆰３９０５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６２３∗ ０􀆰７２６７∗ ０􀆰７０１５∗ ０􀆰６９１２∗ ０􀆰６８７４∗ ０􀆰６７００∗ ０􀆰６２８３∗

表４　土地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２０１０年 ０􀆰５１５０∗ ０􀆰４９１９∗ ０􀆰５４６３∗ ０􀆰５８７７∗ ０􀆰６０３５∗ ０􀆰３８４９ ０􀆰３６９９ ０􀆰３６０８

２０１６年 ０􀆰８４０９∗ ０􀆰５４４５∗ ０􀆰５２２５∗ ０􀆰５０５４∗ ０􀆰４７５５∗ ０􀆰９１５９∗ ０􀆰８９０５∗ ０􀆰８５０６∗

２０２１年 ０􀆰６９３９∗ ０􀆰６４７２∗ ０􀆰６４３６∗ ０􀆰６３７２∗ ０􀆰６１９０∗ ０􀆰６８８５∗ ０􀆰６７０８∗ ０􀆰６５３０∗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２０１０年 ０􀆰２２４６ ０􀆰３５４４∗ ０􀆰２６２０ ０􀆰４１２３∗ ０􀆰２７１０ ０􀆰４５１８∗ ０􀆰４７４７∗ ０􀆰５５４９∗

２０１６年 ０􀆰６６９４∗ １􀆰０２３４∗ １􀆰１０３８∗ ０􀆰９９０３∗ １􀆰２００３∗ １􀆰０１５８∗ ０􀆰９００２∗ ０􀆰８５６３∗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１２２∗ ０􀆰７７４０∗ ０􀆰７９８２∗ ０􀆰７７００∗ ０􀆰８３８７∗ ０􀆰７９３７∗ ０􀆰７２４２∗ ０􀆰７３０１∗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２０１０年 ０􀆰５２０８∗ ０􀆰５７７２∗ ０􀆰６３３３∗ ０􀆰７９９４∗ ０􀆰８１８６∗ ０􀆰７３９６∗ ０􀆰７６０９∗ ０􀆰７６９４∗

２０１６年 ０􀆰９３３９∗ ０􀆰９３２４∗ １􀆰０４１１∗ ０􀆰８５８３∗ ０􀆰９７９３∗ ０􀆰７４３１∗ ０􀆰６８４９∗ ０􀆰７７１９∗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６８８∗ ０􀆰７８２５∗ ０􀆰８２７４∗ ０􀆰７９４８∗ ０􀆰８２９２∗ ０􀆰７３８３∗ ０􀆰７１９２∗ ０􀆰７５９０∗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２０１０年 ０􀆰８３０２∗ ０􀆰７７３５∗ ０􀆰６６３９∗ ０􀆰７１７３∗ ０􀆰７２４６∗ ０􀆰６８０９∗ ０􀆰６４５５∗

２０１６年 ０􀆰６９９９∗ ０􀆰５４６５∗ ０􀆰７５４３∗ ０􀆰６３８７∗ ０􀆰６００５∗ ０􀆰６６１３∗ ０􀆰４２４１∗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４６０∗ ０􀆰６６１２∗ ０􀆰７１５２∗ ０􀆰６８３０∗ ０􀆰６７１４∗ ０􀆰６７５４∗ ０􀆰５８４９∗

土地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经济发展比较薄弱的地区,土地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作用强度

更大,２０１０年土地要素回归系数分布在[０􀆰２２４６,０􀆰８３０２],表明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

的影响是正向.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对云南、海南、广西、西藏和贵州地区

影响较大,对上海、浙江、福建和东北地区的影响较小.２０１６年土地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

在[０􀆰４２４１,１􀆰２００３],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土地要素流动对华东地区影响较大,对华北和西北地区

影响较小.２０２１年土地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集中在[０􀆰５８４９,０􀆰８３８７],估计系数的区间范围

缩小,对沿海地区影响程度较大,对华北地区影响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

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影响差异逐渐缩小,影响范围逐步扩大,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土地要素还未充分发挥关

键效用,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资本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资本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是负向(除上

海和江苏),表明资本要素流动抑制城乡融合发展.２０１０年资本要素回归系数集中在[－０􀆰５８０９,０􀆰１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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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资本要素对大多数省份城乡融合发展在５％水平上不显著.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系数绝对值高

值区域集中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低值区域集中在东北地区.与２０１０年相比,２０１６年资本要素影响城乡融合

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０􀆰８１５５,－０􀆰３６０９],对城乡融合发展仍表现为抑制作用,对所有省份的城乡融

合发展在５％水平上显著.从空间分布来看,低值区域包括华北和西北地区部分省份,高值主要分布在华东

地区,２０２１年资本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０􀆰７８７０,－０􀆰５６５９],抑制城乡融合发展的

效应有所减弱,在５％的水平上对全国３１个省份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均显著.从空间分布来看,低值区域包

括东北地区的部分省份,高值主要分布在华南和西南地区的部分省份.从回归系数绝对值的空间分布可以

看出,资本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表现出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特征,可能原因在于:政府向西部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带动其他社会资本向西部地区转移,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基本形

成,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吸引经济发达地区资本要素流向西部地区;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城镇和农村互动式发

展都离不开金融支持,西部地区作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战场,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同时,需要与资本要

素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表５　资本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２０１０年 －０􀆰１３０６ －０􀆰０９４９ －０􀆰１６１９ －０􀆰２２２９ －０􀆰２７２５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４６３ －０􀆰０５２２

２０１６年 －０􀆰６０２６∗ －０􀆰４８７９∗ －０􀆰４７５５∗ －０􀆰４６０７∗ －０􀆰４２１５∗ －０􀆰５３９７∗ －０􀆰４９４１∗ －０􀆰４５５０∗

２０２１年 －０􀆰６３９０∗ －０􀆰６５８５∗ －０􀆰６６４３∗ －０􀆰６６４０∗ －０􀆰６４５６∗ －０􀆰６０６０∗ －０􀆰５８４６∗ －０􀆰５６５９∗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２０１０年 ０􀆰１６５８ ０􀆰０５４１ ０􀆰１０３３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９７４ －０􀆰１５９４ －０􀆰０５７４ －０􀆰１６１４

２０１６年 －０􀆰６２２８∗ －０􀆰７４１２∗ －０􀆰７７００∗ －０􀆰７４０６∗ －０􀆰８１５５∗ －０􀆰７７１７∗ －０􀆰６６１１∗ －０􀆰６８１４∗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１０９∗ －０􀆰６９４９∗ －０􀆰７０６５∗ －０􀆰６９９０∗ －０􀆰７４１８∗ －０􀆰７２５３∗ －０􀆰６６２２∗ －０􀆰６８２２∗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２０１０年 －０􀆰１７０９ －０􀆰２９７６ －０􀆰４８１０∗ －０􀆰５０９０∗ －０􀆰５６６３∗ －０􀆰３６８６∗ －０􀆰３６９４∗ －０􀆰４１７９∗

２０１６年 －０􀆰７３９７∗ －０􀆰７５１７∗ －０􀆰７９５０∗ －０􀆰７４６０∗ －０􀆰７８６７∗ －０􀆰６７１７∗ －０􀆰６３５７∗ －０􀆰６９９６∗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１２６∗ －０􀆰７３１０∗ －０􀆰７６７２∗ －０􀆰７６７９∗ －０􀆰７８７０∗ －０􀆰７２２７∗ －０􀆰７１５４∗ －０􀆰７４２２∗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２０１０年 －０􀆰４２５４ －０􀆰５８０９ －０􀆰３０４０ －０􀆰３６７９ －０􀆰３７２６ －０􀆰３５９８ －０􀆰２２７４

２０１６年 －０􀆰６７６３∗ －０􀆰５４８９∗ －０􀆰６４６９∗ －０􀆰５７２０∗ －０􀆰５４３３∗ －０􀆰５６７５∗ －０􀆰３６０９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５０７∗ －０􀆰７０８３∗ －０􀆰６８９３∗ －０􀆰６７９０∗ －０􀆰６７５１∗ －０􀆰６６１９∗ －０􀆰６２２９∗

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２０１０年技术要素回归系数分布在[－１􀆰２９６５,０􀆰１６２７],大多数

地区技术要素在５％的水平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系数高值区域集中在华东,低值区域集中

在西南地区.２０１６年技术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在[－０􀆰６９７０,－０􀆰１９９６],６１􀆰２９％的地

区在５％的水平上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抑制作用显著,从技术要素绝对值空间分布来看,高值区域包

括华南地区,低值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北地区.２０２１年技术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估计系数分布在

[－１􀆰２０５２,－０􀆰１４６９],１９􀆰３５％地区的技术要素在５％的水平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从技

术要素回归系数绝对值空间分布来看,低值区域包括东北地区,高值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和

２０２１年相比,技术要素估计系数空间上实现由负转为正的转变,反映出技术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

非平稳性.随着时间推移,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

转移,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城乡要素流通渠道

逐渐建立,技术要素逐步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的建立,吸引高水平劳动力和先进技术

要素流向农村地区,解决乡村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短缺的难题.广东、海南和江苏等地区资源丰裕,技术要素

流动过程中带动其他类型生产要素向四川、贵州等地区转移,充分发挥技术要素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推动

作用.
数据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２０１０年数据要素回归系数分布在[０􀆰４４３６,０􀆰９７３４],对城乡融

合发展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系数高值区域集中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以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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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区,低值区域集中在西藏、新疆、云南和华南地区.２０１６年数据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

在[０􀆰３９５６,０􀆰７３７７],与２０１０年相比,数据要素回归系数区间缩小,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低值区域

包括西部省份,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部地区.２０２１年数据要素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估计系数分布

在[０􀆰５０２２,０􀆰５０８９],从空间分布来看,数据要素对华北地区影响程度较小,对华南和华东地区促进作用较

大.随着时间推移,数据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作用在华东、华北地区凸显,可能原因在于:数据要素回归

系数的高值集聚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更好地服务于５G通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广应用,推
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和数据要素产生;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区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丰裕,数据要素与其

结合成倍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表６　技术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２０１０年 －０􀆰０９７９ －０􀆰０６３０ －０􀆰０９３０ －０􀆰１３８４ －０􀆰２２００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９２４ －０􀆰１２４３

２０１６年 －０􀆰２１１５ －０􀆰４２６０∗ －０􀆰４４３８∗ －０􀆰４４４５∗ －０􀆰３８７１ －０􀆰２６４６ －０􀆰２９５９ －０􀆰３０７５

２０２１年 －０􀆰１６７２ －０􀆰７０２３∗ －０􀆰７０８１∗ －０􀆰６５７１∗ －０􀆰４５０９∗ －０􀆰１５００ －０􀆰１５０８ －０􀆰１４６９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２０１０年 ０􀆰１６２７ ０􀆰１０６５ ０􀆰１５０１ ０􀆰０７８２ ０􀆰１１４２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４８１

２０１６年 －０􀆰４６３１∗ －０􀆰２６７７ －０􀆰３３２５ －０􀆰２７０２ －０􀆰４９３２∗ －０􀆰３６９３∗ －０􀆰１９９６ －０􀆰２４４２

２０２１年 －１􀆰０８４６∗ －０􀆰５４７０∗ －０􀆰７１４６∗ －０􀆰５７５２∗ －０􀆰９４０５∗ －０􀆰８３２２∗ －０􀆰２４４５ －０􀆰４７２８∗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２０１０年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４５８ －０􀆰２６４６ －０􀆰４８０１ －０􀆰６４２６ －０􀆰３０６５ －０􀆰４９６２∗ －０􀆰３４８７

２０１６年 －０􀆰３１０３ －０􀆰３８４３∗ －０􀆰５９５９∗ －０􀆰５５５０∗ －０􀆰６９７０∗ －０􀆰４２４１∗ －０􀆰４５７９∗ －０􀆰４６３６∗

２０２１年 －０􀆰７４１４∗ －０􀆰９１２８∗ －１􀆰０９３４∗ －１􀆰１４８２∗ －１􀆰２０５２∗ －１􀆰０６０９∗ －１􀆰０９１４∗ －１􀆰１０９８∗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２０１０年 －０􀆰７１９６∗ －１􀆰２９６５∗ －０􀆰１９７８ －０􀆰４６８８∗ －０􀆰５８８１∗ －０􀆰３４８８ －０􀆰７０２７

２０１６年 －０􀆰５２４７∗ －０􀆰５９５７∗ －０􀆰３３０４ －０􀆰４２０５∗ －０􀆰４４１５∗ －０􀆰３６５９∗ －０􀆰３１５８∗

２０２１年 －１􀆰１７１１∗ －０􀆰９６５７∗ －０􀆰７７６６∗ －０􀆰８９２９∗ －０􀆰８８１３∗ －０􀆰６７０９∗ －０􀆰２０５３

表７　数据要素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系数空间分布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２０１０年 ０􀆰９６０４∗ ０􀆰９６７０∗ ０􀆰９５３９∗ ０􀆰９３９８∗ ０􀆰９２８０∗ ０􀆰９７３４∗ ０􀆰９５８８∗ ０􀆰９４１９∗

２０１６年 ０􀆰７３７７∗ ０􀆰５４０４∗ ０􀆰５１６４∗ ０􀆰４９８９∗ ０􀆰４７１０∗ ０􀆰７７７１∗ ０􀆰７４９５∗ ０􀆰７０４９∗

２０２１年 ０􀆰５０６０∗ ０􀆰５０４２∗ ０􀆰５０４０∗ ０􀆰５０３８∗ ０􀆰５０３３∗ ０􀆰５０６３∗ ０􀆰５０６１∗ ０􀆰５０５７∗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２０１０年 ０􀆰９７１０∗ ０􀆰９５８８∗ ０􀆰９４３９∗ ０􀆰９４６８∗ ０􀆰８３４９∗ ０􀆰８８４２∗ ０􀆰９７０３∗ ０􀆰９４４７∗

２０１６年 ０􀆰５９７２∗ ０􀆰７７５３∗ ０􀆰７８６３∗ ０􀆰７５５２∗ ０􀆰７３４９∗ ０􀆰７１８６∗ ０􀆰７５６５∗ ０􀆰７１８４∗

２０２１年 ０􀆰５０５８∗ ０􀆰５０７７∗ ０􀆰５０８３∗ ０􀆰５０７６∗ ０􀆰５０８９∗ ０􀆰５０７９∗ ０􀆰５０６７∗ ０􀆰５０６６∗

年份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２０１０年 ０􀆰９１１７∗ ０􀆰８６１６∗ ０􀆰７３７５∗ ０􀆰７２０３∗ ０􀆰６６３６∗ ０􀆰８３１４∗ ０􀆰８０６４∗ ０􀆰７９０４∗

２０１６年 ０􀆰７１２５∗ ０􀆰６８１４∗ ０􀆰６３７３∗ ０􀆰５９１３∗ ０􀆰５８２１∗ ０􀆰６２１８∗ ０􀆰６０１４∗ ０􀆰６０７３∗

２０２１年 ０􀆰５０７４∗ ０􀆰５０７６∗ ０􀆰５０８５∗ ０􀆰５０７７∗ ０􀆰５０８４∗ ０􀆰５０６５∗ ０􀆰５０６０∗ ０􀆰５０６９∗

年份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２０１０年 ０􀆰７２５６∗ ０􀆰５９９２∗ ０􀆰８９９０∗ ０􀆰８３３５∗ ０􀆰８００４∗ ０􀆰８７３６∗ ０􀆰４４３６∗

２０１６年 ０􀆰５６８６∗ ０􀆰５３４８∗ ０􀆰６６２８∗ ０􀆰６０３３∗ ０􀆰５７８６∗ ０􀆰６２８７∗ ０􀆰３９５６∗

２０２１年 ０􀆰５０６５∗ ０􀆰５０４３∗ ０􀆰５０６１∗ ０􀆰５０５２∗ ０􀆰５０４８∗ ０􀆰５０５１∗ ０􀆰５０２２∗

六、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农业机械化、电商销售和产

业结构变迁在此过程中的机制作用,回归结果如表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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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Mec C１ Exp C２ TS C３ TL C４ SL C５

Tolf －０􀆰０７６７∗∗ ０􀆰０３１３∗∗∗ ０􀆰５７５７∗∗∗ ０􀆰００６１ －０􀆰２４４３∗∗∗ ０􀆰０２８５∗∗∗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３００∗∗∗ －０􀆰１１１３∗∗∗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５４９)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６１２)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０５９)

Mec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０９５)

Exp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０５２)

TS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５０)

TL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２９３)

SL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１０１)

常数项 ２􀆰５２４６ －１􀆰４４３５∗∗ －６􀆰３０８７ －１􀆰１１８６∗ ５􀆰２１０６ －１􀆰３５９０∗∗ ３􀆰３９３４∗∗∗ －１􀆰２２９９∗ ４􀆰３３０９ －１􀆰３４１６∗∗

(３􀆰４６８１) (０􀆰６１８３) (５􀆰９２７３) (０􀆰５８０８) (６􀆰６１３６) (０􀆰６２６６) (１􀆰１３６９) (０􀆰６３２１) (３􀆰３０７２) (０􀆰６２７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Sobel检验 ０􀆰５５０２ ０􀆰０９９５∗ ０􀆰９４８９

Bootstrap检验 [－０􀆰０２１２,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９１,０􀆰０１７６] [－０􀆰０２３１,０􀆰０１３３]

N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３７２

根据温忠麟等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４９],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８.模型(６)回归结果表明:控制农

业机械化变量后,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回归系数为０􀆰０３１３,大于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总效应,因
此,农业机械化不能作为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中介变量.可能原因在于农业机械化对城乡融合发

展的影响并非存在于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与要素流动这一变量扮演相同角色,作为驱动变

量影响城乡融合发展,假说２不成立.电商销售变量(模型(７))直接效应不显著,只有中介效应,即电商销售

可通过要素流动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假说３成立.产业结构高级化(模型(８))、产业结构合理化(模型

(９))和产业协调发展(模型(１０))的回归系数表明间接效应不显著,利用Sobel、Bootstrap检验法得到一致的

结论.即产业结构变迁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没有起到中介变量作用,与已有研究结果存在

出入[５０],与假说４相悖,可能原因在于:第一,３１个地区中大部分区域以第一、二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处于较

低的发展水平;第二,不同文献中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融合发展相关机制的理论分析存在差异;第三,与研究

选取数据时间区间、指标以及实证分析方法存在差异有很大关系,例如,现有文献选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结
构变迁效应等指标反映三次产业之间相对结构的变化.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分析基础上,对全国３１
个地区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全国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描述性分析中,２０２１年全国１１个省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处于

均值之上,其中７个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低水平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人口融合和空间融合是导致

其低于均值的主要原因;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全国３１个地区城乡要素流动总指数呈增长态势,从８􀆰１９９３增加到

８􀆰８６０６,变化幅度较小.
第二,基准回归分析中,基础设施、经济发展驱动、对外贸易和人口出生率均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基础

设施发展有利于农村地区引进先进的生产要素,改变农村衰落的现状;经济发展驱动不仅能改善居民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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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还能优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激活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对外开放为求

职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市场,增加求职者的经济收入,有利于实现城乡经济融合.
第三,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中,电商销售可通过要素流动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农业机械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在此过程中未发挥中介变量的作用.可能原因在于农业机械化与要素流动在这

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相同,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影响城乡融合发展.
第四,空间异质性分析中,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和２０２１年劳动力、土地和数据要素随地理位置变化对３１个省份

城乡融合发展表现出促进作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
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转移.
与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相比,２０２１年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估计系数总体上表现出上升趋势,数据要素估计系数逐渐

减小且集中在０􀆰５０６２附近.资本和技术要素流动抑制城乡融合发展,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和技术要素流动

对提高城乡要素流动综合效应的贡献比较小,需要与其他要素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用;资本要素的逐利性

使其流向经济发展较好地区,技术要素一般集中在城镇地区,资本和技术要素单向流动使得城乡之间差距越

来越大.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坚持整体推进和试点示范相统一的指导原则,在实践中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适时在各地各领域全面推开,最终实现城乡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增
强城镇和乡村地区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良好氛围,加快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二

是重视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合理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地区

开放有利于城乡吸引利用国外要素的流入,扩展了城乡发展的空间,有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三是为进一步发挥电商销售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需要充分重视农村地区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提高

网上购物技能,进一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利用便捷的交通设施带动农村电商业务的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消

费差异,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过程中,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增加农机总动力带动

农业发展,持续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加充分发挥农村地区土地要素资源丰裕的优势.
四是政府部门出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相关政策时,在充分考虑共性问题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避免

出现“一刀切”的现象;全面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作用,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和

社会事业向乡村覆盖,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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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InfluenceMechanismandSpatialDifferentiationofFactorFlowon
UrbanＧruralIntegratedDevelopment

PING Weiyinga,b,LIWenxinga,LUOLiangqinga,b

(a．SchoolofStatisticsandDataScience;b．ResearchCenterforAppliedStatistics,JiangxiUniversityofFinanceand
Economics,Nanchang３３００１３,China)

Abstract:ThetwoＧwayfreeflowofurbanandruralelementsisconducivetoimprovingtheefficiencyof
factorallocationandoptimizingtherelationshipandpromotingtheintegrateddevelopmentbetweenurban
andruralareas．TheexistingresearchontheimpactoffactorflowonurbanＧ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
mainlyfocusesonthedevelopmentofurbanＧruralintegrationbytraditionalfactorsofproduction,andfew
literaturesviewdataasanewfactorofproductioninthescopeofurbanＧruralfactorflowandexploreits
impactmechanismonurbanＧ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Basedonthepaneldataof３１provincesinChina
from２０１０to２０２１,onthebasisofmeasuringthefactorflowandthelevelofurbanＧruralintegration
development,a twoＧway fixedＧeffect model,a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and an
intermediaryeffectmodelareconstructedtoempiricallytesttheimpactandmechanismoffactorflowon
urbanＧruralintegrateddevelopment．Itconcludesthat:First,thetotalindexofnationalfactorflowshowsa
slightgrowthtrend,６４％oftheareasabovethemeanareurbanＧ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pilotareas,

indicatingthattheimplementationofurbanＧ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policieshasanimportantguiding
role．Second,thefactorflowsignificantlypromotes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and
itisstillvalidafterintroducingthedistance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asaninstrumentalvariablefor
theendogeneitytest,andusingthemethodofdeletingfourmunicipalitiesandshorteningthetimewindow
tocarryouttherobustnesstest．Third,ontheanalysisofspatialheterogeneity,labor,landanddata
elementsalwaysplayrolesinpromoting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Andthe
influenceoflandelementsonurbanＧ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indifferentregionshasgradually
increased,andthescopeofinfluencehasgraduallyexpanded,andthepromotionofurbanＧruralintegration
developmentbytechnicalfactorshasgraduallybecomeprominent,shiftingfromEastandSouthareasto
NortheastandSouthwestareas．Fourth,intheprocessoffactorflowaffectingurbanＧruralintegration
development,eＧcommercesalesisanimportant wayforfactorflow toaffecturbanＧruralintegration
development,andagriculturalmechanizationandindustrialstructurechangedonotplaytheroleof
mediatingvariables,whichisdifferentfromtheexistingresearchresults．Therefore,inthefuture,wewill
continueto deepen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depth and breadth of urbanＧruralintegration
development．AlwaysguidedbyXiJinpingThoughtonSocialis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oraNew
Era,applyascientificworldoutlookandmethodology,adheretotheguidingprincipleofunifyingoverall
promotionandpilotdemonstration,andpromotetypicalexperiencesformedinpractice．Theconclusions
provideatheoreticalandempiricalreferenceforthemechanismestablishmentoftwoＧwayrationalflowof
urbanandruralelementsandtheimprovementoftheinstitutionalmechanismofurbanＧruralintegrateddeＧ
velopment．

Keywords:elementsflow;spatialheterogeneity;urbanＧruralintegrateddevelopment;policyevolution;

urbanＧrural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姚树俊)

１３

平卫英,李文星,罗良清: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


